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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在 2021 年 5 月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實施史上第一次全國三級警戒，為

個案研究提供絕佳契機。本文以三級警戒期間疫情最嚴重的新北市與臺北市為個案

研究對象，採深度訪談並佐以官方資料、新聞等，透過文獻檢閱發展七項指標，並

以此為基礎，比較二市在三級警戒期間各自發展出的治理策略。研究發現，新北市

以民政為治理網絡的核心，發展出組織靈活且具彈性的「專案模式」；而臺北市則

維持以衛政作為治理網絡的核心，形成強調專業、法治與建立制度，具在地化特色

的「專業模式」。二市雖採不同的防疫治理模式，但均能有效運用科技防疫，透過

公私暨社區協力展現平時累積的社區韌性。 

此外，二市在防疫過程中亦可見警察在協助執行非醫療干預控制措施與韌性社

區上扮演關鍵角色，突顯疫災下超越衛生醫療專業的重要性，但政府仍應思考如何

強化各部門資源與專業能力，避免過度依賴警察，始能真正落實福利國所應具備之

條件。同時作者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公共行政學者加入警政領域的研究與對話。最

後，本研究再次印證治理不單僅靠政府力量，社區的共同參與極為關鍵。強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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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民間團體等對於公共利益及社會責任的共識，持續發展「韌性社區」，乃

政府應重視與努力方向。 

 
關鍵詞：新冠肺炎、三級警戒、地方治理、韌性社區、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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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預測性、不確定性及高度變異性，擾亂人類社會原有生活

秩序。2020 年第一波疫情爆發後，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同一時間提升防疫政策強度，

採取一致性人口流動管制，如邊境管制與封城等。而隨著時間推移，各國政府防疫

模式也隨之發散（Hale et al., 2021, pp. 531-532），形成因地制宜的「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治理策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這樣情形列為協調全球應對措

施的重要參考，認為對於各國政府的政策指導應視當地發展情況而定。申言之，疫

情肆瘧雖屬全球性（global）議題，但實務防疫的相關作為，仍須回歸在地化

（localized）需求，這也更突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固然是地方治理的主要推動與實現者，但地方治理並不僅止於地方政

府內部變革，而是以整個地方環境系絡為範圍，在環境中營造出一個關係網絡，並

促使企業、民間團體、個人等都能有效履行本身權利與責任（呂育誠，2005，頁 10-

11）。這與災害協力網絡中，強調政府應扮演跨組織溝通與合作角色的概念相通，

韌性社區在救災中的重要性始被關注。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長期以來一直

將建構韌性社區和支持性環境作為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工作（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12）。Ziglio（2017）認為建設具備韌性的社區，不僅使社區準備好應

對極端事件的衝擊及其後果，更可幫助個體與社區管理和適應，最終能夠恢復良好。

臺灣內政部消防署亦植基於多年防災社區基礎，自 2019 年起開始推動韌性社區制

度，迄今已獲一星等級之 125 個韌性社區，即為重要成果。1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與傳統災害特性不同，各國回應措施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對於感染需接受治療的醫療措施；第二類是透過居家隔離（stay-at-home 

orders）、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及封鎖等「非醫療干預」（non-medical 

interventions）的控制措施方式，以防止病毒在社區中傳播。疫情初期，因為沒有治

療和疫苗確定生產時程，生物醫療在控制疫病作用上緩不濟急。因此，非醫療干預

控制措施的施行更顯重要。除了社區衛生體系與民政單位的社區防疫作為外，警察

通常是各國政府選擇執行相關強制性法令的不二人選，在控制作為上扮演非常重要

的輔助角色（White & Fradella, 2020; Farrow, 2020; Jiang & Xie, 2020; Kumar, 2021,  

                                                 
1  韌性社區標章認證分為一星、二星及三星等級制度，要獲得二星或三星認證，需已獲得一星以

上認證並持續運作 2 年後始可申請（內政部消防署，未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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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6），在臺灣也不例外。 

非醫療干預控制措施雖有助於減緩病毒傳播，卻對民眾生活影響重大，如何藉

由政府各機關執行和民眾的配合做好人流管控，便成為疫情初期目標，考驗政府治

理能力及地方社區韌性（Maier & Brockmann, 2020; Dehning et al., 2020）。申言之，

疫情考驗的不只是政府危機應變能力，同時也考驗公部門領導者必須在不確定和不

可預測情況下試圖尋找解決問題途徑，透過溝通技巧，領導專業團體、組織和部門

之間的橫向協力合作，以提高為動盪問題設計穩健解決方案之能力。此外，人民是

否願意信任政府，遵守政府規定的措施，接受新的命令規範，進而共禦疫災的侵襲，

則需視地方社區平日所累積的韌性而定，此即治理真義。自 1980 年代後警政領域所

發展出以提升社區品質為最終目的之社區警政概念，2便與社區治理之概念極為接

近，而警察在社區韌性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近年也逐漸受到關注，臺灣政府所推

動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之社區治安面向即是其具體實踐。 

臺灣於 2021 年 5 月 15 日宣布新北市與臺北市實施史上首次三級警戒，3隨後擴

大至全國，直至同年 7 月 26 日始降為二級警戒。本次疫情雖從臺北市萬華區爆發，

但雙北地區早已形成全臺最大的共同生活圈，確診人數占全國七成以上。依傳染病

防治法第 5 條規定，臺灣在防疫分工上由中央衛生福利部統一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

及相關計畫，地方政府則依中央所訂之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需求，擬訂

執行計畫實施。因此，雙北二市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肆瘧，在中央防治政策框架下，

分別依據所轄防疫需求，及各自不同專業背景下的首長領導力，4採取因地制宜的防

疫策略，且在防疫政策執行過程中，均透過賦予警察機關兼具強制力與指導民眾的

雙重功能。整體而言，本次疫情可視為大型之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為檢

                                                 
2  Nicholl（2000）認為社區警政可視為一種警政哲學，旨在透過促進警察和公民之間的信任、尊

重和合作來減少社區的犯罪和混亂。社區警政最終期透過問題解決以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其

內涵包括採取諮詢民眾（consulting）、調整警察組織的勤務運作以回應社區（adapting）、動員

社區志工及團體的資源（mobilizing）、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等四種方法（章光明，2018，

頁 241）。 
3  依據臺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將疫情嚴重程度分別分為四級警戒階段，並設有相對應的管制措

施：1. 第一級警戒－出現境外移入導致之零星社區感染病例。2. 第二級警戒－出現感染不明

之本土病例。3. 第三級警戒－單周出現 3 件以上社區群聚事件，或 1 天確診 10 名以上感染不

明之本土病例。4. 第四級警戒（封城）－本土病例快速增加（14 天內平均確診 100 例以上，

且一半找不到傳染鏈。）（資料來源：“三級警戒要注意那些？防疫等級分多少階段？”，2021，

奇摩新聞，5 月 19 日，https://reurl.cc/91lEyX）。 
4  新北市侯市長過去為具備犯罪偵查專業之警察文官，而臺北市柯市長是國內葉克膜權威，具

醫療專業之醫師背景，二人在擔任市長前均屬政治素人，而且均極具個人特殊性，雖同屬非典

型政治人物，卻分別治理臺灣二個最重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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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地方治理成效及個案研究提供絕佳契機。 

爰此，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期間進行雙北二市之個案研究，另基於

警察在防疫與建構韌性社區過程中均扮演重要之角色，故將其納入研究之一環。本

文所稱之治理，係指二市地方治理反映在防疫策略與社區之觀察。經由比較二市面

對疫災所發展的治理策略，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俾供地方政府未來在面對動盪問

題之治理策略參考。 

貳、文獻回顧 

本文以韌性社區為核心主軸，首先介紹近年災害議題中廣為討論的韌性社區概

念，接著檢視疫災下地方治理與社區間如何形成有效協力的應災韌性系統，並探析

警察在三級警戒期間配合政府需求，協助達成非醫療干預控制措施所扮演的角色與

功能，從中歸納觀察指標，作為比較二市在三級警戒期間治理策略的基礎。 

一、韌性社區的意涵 

近年「韌性社區」一詞已成為面對環境威脅與災害時的重要概念（Cutter et al., 

2008; South et al., 2020; Fransen et al., 2022; 林煥笙等人，2019）。Aldrich（2012）將

社區韌性定義為以社區或地理區域為界定，用以應對壓力源，並在極端事件衝擊後

透過合作有效地恢復日常生活節奏的集體能力。培育社區韌性可視為一種動態過程，

它將災害的出現、嚴重程度和頻率，與社區適應危機事件影響的能力相互連結，並

強調外在環境的變化，會危害具有一定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特定社區（Cutter et 

al., 2008）。危機發生時，社區被迫以盡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做出反應，以減少危機事

件的影響（Comfort et al., 2010）。簡言之，韌性是由一系列動態的調適力（adaptive 

capacities）所構成，且不侷限於恢復衝擊事件前的基本水平，而是能盡快地回到正

向成長的預期軌道上（Norris et al., 2008）。未來災害將持續威脅人類社會，提高社

區和居民的韌性則可將其損害降至最低，此即為韌性社區「減災共存」之核心概念。 

二、地方治理與社區韌性 

九零年代中期的治理思潮，影響政府職能產生多層次治理（multi-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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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Pierre & Peters, 2000），5而地方政府在職能轉化過程中的焦點向外移

轉，進而產生地方政府、私部門、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間之結構性互動關係，形成所

謂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地方治理具有自我組織與組織網絡特質，在應對

急迫問題時，組織調適誠為地方治理重要特色之一（Stoker, 1999; John, 2001）。地

方政府是鑲嵌在網絡關係中的參與者，且網絡參與者是屬於平行互動，並非垂直的

權威關係。透過建構網絡結構互動過程的呈現，重視不同組織間相互依賴性及夥伴

關係，在治理過程中進一步轉型為網絡管理者，扮演領航角色，重視制度建立，以

強化社區角色（Leach & Percy-Smith, 2001），最終培育社區韌性以解決社區問題。 

當政府面對動盪情境時，必須靈活地調動跨組織、級別、部門與資源，以擴展

特定解決方案，滿足不斷變化的需求（Ansell & Jacob, 2018）。彈性靈活地使用並結

合可資運用的思維、工具和資源，俾於面對動盪時形成可行的解決方案（Phillips & 

Tracey, 2007; Chandra & Paras, 2020）。最後藉由讓區域和地方參與者，參與關鍵任

務和制度作法的實踐，鼓勵在地者根據當地不斷變化的條件調整治理策略，從而提

升整體回應動盪問題能力（Ferraro et al., 2015）。總言之，政府必須透過堅實（robust）

策略建立具備創造力與敏捷的公部門，同時與私部門和社區建立網絡和夥伴關係，

以應對動盪並有效處理各種具高度破壞性的危機。面對特定挑戰、重大壓力和威脅

時，釐清問題本質、展現組織功能同時發展組織應有價值，發揮令人驚豔的治理能

力（Anderies & Janssen, 2013; Howlett et al., 2018）。 

而地方治理亦強調網絡概念所產生的領導力，領導者必須具備洞察力，靈活調

整各項作為俾應對最新挑戰，以動員組織與治理網絡，進而達成政策目的，發揮領

導管理效能（Gray, 1989; Kickert et al., 1997; Stoker, 1999）。尤其在發生災難或危機

事件時，領導者必須在不確定和不可預測情況下試圖解決問題，以提高為動盪問題

設計穩當堅實的解決方案，但前提必須能夠有效界定與拆解問題。當面臨解決危機

問題的決策時，意識建構和行動幾乎是同時發生，且通常是在時間緊湊、情況不確

定與不完整的資訊下進行（Mishra et al., 2015）。Zautra 等人（2008）認為透過社區

資源、發展過程和結果三者間動態的交互作用和反饋，將從而促進具有正確治理、

強大的領導力、服務、人際關係和幸福感的韌性社區發展。 

                                                 
5  政府職能的三種職權轉讓現在包括：向上移轉（例如歐盟）、向外移轉（例如非營利組織與社

區）與向下移轉（例如地方政府）三種不同層次之授權過程（empower）（Pierre & Pete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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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從災害中恢復的條件 

如何落實韌性社區概念是決策者與實務工作者關心的議題，對於社區應具備哪

些條件才能從災害中恢復，學者們提供不同看法。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總署

（UNISDR, 2007）提到，社區韌性相對於潛在的危險事件，是由社區在非常時期所擁

有的必要資源與自我組織能力程度而決定。除了所擁有的資源外，資源的處理也與

所處的環境狀況有密切關係，且應關注是否可持續性之概念，也就是可容忍的程度

（Cutter et al., 2008）；從災害管理觀點來看，指的是社區「吸收」（absorb）災害的

能力。Norris 等人（2008）從社會觀點切入，認為經濟發展、社會資本、訊息和溝通

及社會能力是主要影響社區韌性的關鍵因素，此觀點也被視為是經典架構。另 Patel

等人（2017）系統性地回顧過去相關文獻，將韌性社區的共同核心要素歸納為當地

知識、社區網絡和關係、溝通、健康、治理和領導力、資源、經濟投資、防災準備

和心理狀態等。最後，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強調政府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關係，

建議地方和國家應急管理人員在應急管理、社區部門和組織之間建立與維持夥伴關

係，透過增加社會資本和公民活動來增強地方行動，利用並加強現有的社會基礎設

施、網絡和資產（FEMA, 2011）。綜上，儘管學者們因觀察角度不同，在詮釋上有

所差異，但仍可發現其中存在核心共通概念： 

（一）環境系絡與資源 

外在環境首先決定的是社區先天體質的好壞，也就是脆弱度程度。Cutter 等人

（2008）指出，以地理界定的空間（例如社區、行政區、城市等）有不同的環境生態，

使其具有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和韌性，從而導致災後恢復能力有所差異。此外，資源

量、資源的多樣性、公平性與社會脆弱性等也是影響社區韌性的重要因素（Norris et 

al., 2008）。這裡所指的資源包含有形或無形，如經濟成長、家庭收支與資產、醫療

資源、基礎設施、教育或就業機會等。若在沒有平等分配環境風險的情況下，往往

會使貧困的社區成為減災工作中最薄弱的環節（Tobin & Whiteford, 2002）。 

（二）資通訊科技運用與溝通 

資訊與通訊系統不僅可用於監測緊急情況與減輕災害損失，也可幫助組織即時

共享資訊，快速協調工作以面對緊急情況，在緊急應變時傳遞新資訊，從而強化組

織韌性（Celik & Corbacioglu, 2010）。透過資訊整合，也可幫助決策者克服不確定

性和管理集體行動（Comfort et al., 2010），為決策者和公眾提供資訊，因應緊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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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提高韌性。為避免在緊急情況下失去動力，該系統必須在每次緊急應變演習中

發揮重要作用（Lee et al., 2011）。簡言之，資訊與通訊系統使公共組織能夠輕鬆傳

遞訊息、建立社區信任並維持應急管理中的協力關係（Kapucu et al., 2013）。而

資通訊科技如何扮演重要且正確的角色及能夠適切、正當地被運用，以及政府如

何能夠「智慧地」被人民信賴，是疫情危機下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胡龍騰等人，

2020，頁 3）。 

（三）社區參與 

社會資本有利於提供社會支持和個人援助，尤其是在災難等情況發生時

（Hurlbert et al., 2000）；作為社會結構和聯繫，使社區成員能夠將其資源傳遞給其他

成員，增進居民間信任和共享的規範（Lin, 2004）。Nakagawa 與 Shaw（2004）發

現，具有高度信任、規範、參與和網絡的社區能夠在災後恢復更快。當其成員或其

組織關係密切，形成保持互惠與信任的網絡關係，可增加面臨外部壓力時的韌性。

整體而言，社會資本包含社會關係、網絡和互惠、共享規範和價值觀、信任文化、

集體參與和資源的取得等所組成（Mignone & O’Neil, 2005）。 

此外，社區必須要能辨識風險、問題與需求，凝聚社區共識，從而發展具體公

共事務、行動的參與。這需要透過建立行動模式及長期累積的信任，促使社區內部

轉化為更積極的參與，形成一股「自我組織」（self organized）能力，Norris 等人

（2008）將此概念以社區能力稱之。臺灣自 1994 年行政院文建會開始所推動的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即以發展社區能力之概念為核心（文化部，2021）。 

最後，「壓力測試」（stress test）的概念雖並非韌性社區所應具備條件之一，但

對於強化社區韌性存在其必要性。壓力測試常見於金融機構對其資本資產與投資組

合遭受經濟衝擊的預測，而 Plodinec（2021）將其應用於韌性社區評估，提出以社區

資本（community capitals）觀點發展出的評估指標。6基本上，壓力測試包含自我測

試（如防疫兵推演練）與外在測試（如本波疫情），透過壓力測試不斷調高資源最

大上限。Plodinec（2021）建議社區應建立因地制宜的參考架構，每個社區系統都應

有類似專屬自己「投資組合」概念的架構，在社區中發揮作用；然而必須注意的是，

社區韌性並不單純等同所有個體的總和或平均數，因為這樣可能容易失真而造成系

統性崩解。 

                                                 
6  Plodinec（2021）將社區資本分為基礎建設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財務資本、制度資本、

文化資本及自然資本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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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災下社區、韌性與警察之關聯性整合 

為因應突如其來的疫情危機，各國警察普遍被要求承擔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所採取各項非醫療干預的防疫措施（Jiang & Xie, 2020），在實務執行上同時也造成

一些問題。如英國警察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中配合政府執行封鎖等相關措施，即衍

生民眾對警察合法行使職權界限之疑慮（Farrow, 2020）。Daniel（2020）的研究便

指出警察在疫情大流行中如何行使額外賦予的權力變得極為重要，因為諸般嚴厲措

施皆會影響警察的合法性，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防疫成效。在臺灣，警

察協助防疫工作的合法性同樣受到質疑（林伯謙，2021）。尤其是臺灣警察長期包

山包海的業務工作，早已成為國內學者與實務界經常詬病的議題。由於現行警察任

務條款過於廣泛，幾乎等同國家任務，以致有「警察國家」之疑慮（中華警政學會，

2021）。我們試圖從臺灣警察歷史發展脈絡中去理解，以避免粗淺的解讀而讓警察

角色陷入工具化、去脈絡化的困境。 

近代臺灣警察濫觴始於 1898 年後藤新平首次將德國警察國家概念引介殖民臺

灣，其中廣義警察的定義不僅涵蓋一切政務，更兼有司法審判機能，而地方行政長

官同時也是地方警察首長（江玉林，2010，頁 45-46）。因此臺灣早期行政事務承襲

大陸法系行政法思維，具有濃厚警察國色彩，之後隨著民主發展逐漸由警察國導向

法治國轉型，並將過去由警察概括承攬但非屬警察的專責事務，回歸相應成立的權

責機關負責。7然而，隨著 21 世紀福利國時代來臨，政府面對社會要求國家積極介

入各類紛沓而至的新挑戰，政府勢難迴避積極介入社會問題而擴大行政權限範圍。

此意謂著政府必須承擔比過去更廣泛、更重要的責任，惟政府既有行政組織無法及

時回應解決社會問題所需的行政能量時，則可能持續依賴警察以填補行政不足之空

缺，而淪為警察國家之虞。 

因此，當政府必須透過警察協助控制疫情時，如何調節警察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進而轉化為防疫的助力，成為各國面對疫情的另一考驗。從社區途徑觀點來看，近

年警察已被視為是社區韌性發展的關鍵，主要用以解決社區治安問題（Pandey, 2014; 

Sukabdi, 2016; Wang et al., 2020）。這與近代社區警政用以提升社區共享安全規範、

社區信任及參與網絡發展，最終提升社區生活品質的意涵不謀而合。政府對於疫情

的衛生治理必須有總體框架，以降低民眾抗拒警察的管制作為，減輕疫情可能造成

                                                 
7  過去臺灣警察做為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隨著法治國的轉型，警察機關已將若干業務轉交衛

生、建設、教育、社政、新聞、民政等行政機關，此外亦將戶政、消防、海巡及境管（移民）

業務，分別於民國 81、84、91 及 95 年獨立於警察機關之外（陳明傳等人，2017，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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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損傷及風險。由於病毒會影響整體社區，需要從集體的角度（collective terms）看

待疫情，即使人民行動暫時受到限制或犧牲部分個人利益，亦能讓民眾更願意接受

配合政府的管制措施（Radburn et al., 2018; Radburn & Stott, 2019）。申言之，社會

性共識與民眾所認知的公共價值息息相關，而政府應將此共識與公共價值作為政策

之主要依歸（張四明、胡龍騰，2013，頁 74）。當警察被視為民眾的一份子時，警

察執行的各項干預管制措施，才會獲得民眾支持與配合，當社區將警察視為「我們」

的警察時，社區民眾便成為政府應對疫情肆瘧緊急狀況的最強大資源（Reicher et al., 

2004; Reicher et al., 2007; Stott et al., 2008）。近年來，臺灣政府所推動健康社區六星

計畫之社區治安面向所延伸的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落實社區防災系統及建立家

暴防範系統等三大推動策略，便是由警察機關統籌辦理，顯見警察在社區總體營造

上扮演關鍵核心角色。 

五、小結 

綜合前揭文獻探討，本文基於「韌性社區」的概念架構，以「都市型態與行政

資源」、「領導管理」、「問題界定與拆解」、「組織調適」、「科技防疫」、「非

醫療干預措施的正當合法性」及「治理網絡暨公私（社區）協力」等 7 項指標為基

礎（如表 1），進行雙北二市之防疫治理策略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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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文比較研究觀察指標彙整表 

指標概念 內涵 

都市型態 

與行政資源 

因環境生態不同，可能使其具有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和韌性，從而導致之

間的災後恢復有所差異（Cutter et al., 2008）。而資源量、資源的多樣性、

公平性與社會脆弱性等也是影響社區韌性的重要條件（Norris et al., 

2008）。 

領導管理 

地方治理強調網絡概念所產生的領導力，領導者必須具備洞察力，靈活

調整各項作為俾應對最新挑戰，以動員組織與治理網絡，進而達成政策

目的，發揮領導管理效能（Stoker, 1999; Gray, 1989; Kickert et al., 1997）。 

問題界定與拆解 

面對危機解決問題的決策意識建構和行動，幾乎是在時間緊湊、情況不

確定與不完整的資訊下同時進行（Mishra et al., 2015），因此，公部門領

導者必須在不確定和不可預測情況下試圖尋找解決問題方案，以提高為

動盪問題設計穩當堅實的解決方案，但前提必須能夠有效界定與拆解問

題。 

組織調適 
地方治理具有自我組織與組織網絡特質，在應對急迫問題時，組織調適

誠為地方治理重要特色之一（Stoker, 1999; John, 2001）。 

治理網絡暨公私

（社區）協力 

地方政府是鑲嵌在網絡關係中的參與者，透過建構網絡結構互動過程的

呈現，重視不同組織間相互依賴性及夥伴關係，地方政府在治理過程中

進一步轉型為網絡管理者，扮演領航角色，重視制度建立，以強化社區

角色（Leach & Percy-Smith, 2001），終培育社區韌性以解決社區的問題。 

科技防疫 

資通訊系統不僅可用於監測緊急情況與減輕災害損失，也可幫助組織即

時共享資訊，並快速協調工作以面對緊急情況，在緊急應變時傳遞新資

訊，從而強化組織韌性（Celik & Corbacioglu, 2010）。透過資訊整合，也

可幫助決策者克服不確定性和管理集體行動（Comfort et al., 2010）。 

非醫療干預措施

的正當合法性 

非醫療干預措施之人流管制大部分皆透過警察執行，雖有助於減緩病毒

傳播，卻也對民眾生活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干預措施若具備正當合法性

的前提下，即便人民行動受到限制或犧牲部分個人利益，亦能讓民眾願

意接受配合，達到防疫效果（Reicher et al., 2004; Reicher et al., 2007; Stott 

et al., 2008; Radburn et al., 2018; Radburn & Stott, 2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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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個案背景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個案背景說明 

2021 年 5 月 15 日雙北地區單日確診個案數屢創新高，中央首次宣布雙北地區

提升為三級警戒。因疫情持續蔓延，2021 年 5 月 19 日首次實施全國三級警戒直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光雙北二市新增確診人數即占全國七成以上，8是臺灣疫情最嚴

重的二個城市。二市發生之重大事件摘要如表 2：  

表 2 

新北市與臺北市三級警戒期間重大事件一覽表 

新北市 

編號 發生時間 / 發生事件 內容簡述 影響層面 

1 

2021/6/15 

三峽恩主公醫院群聚感染

（周怡孜，2021） 

新北市恩主公醫院爆發群聚染疫，可能有

疫情擴散之虞。家屬控訴恩主公醫院根本

刻意隱匿疫情不報，讓疫情擴散至南部。 

重大群聚感

染、信任危

機 

2 

2021/6/25 

新北市家禽運銷合作社移工

感染事件（黃旭昇，2021） 

新北市家禽運銷合作社爆發移工群聚感

染事件，新北市府緊急快篩 523 人。 

重大群聚感

染 

臺北市 

編號 發生時間 / 發生事件 內容簡述 影響層面 

1 

2021/6/8 

好心肝診所疫苗事件（雷明

正，2021） 

好心肝診所未依規定讓不符合第一至三

類人員施打疫苗，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相關

規定。 

信任危機 

2 

2021/6/20 

北農群聚感染事件（林慧貞，

2021） 

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因負責包裝蔬果派遣

人員染疫，造成逾 50 人確診。北市府遭

質疑毫無防疫管制。 

重大群聚感

染、信任危

機 

3 

2021/7/2 

環南市場群聚感染事件（蕭

婷方，2021） 

臺北市環南市場單日爆發 41例 PCR陽性

確診，恐致更大規模感染。 

重大群聚感

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  期間全國新增確診人數總計 15,582 人，其中新北市占 6,764 人，臺北市則占 4,777 人（國家高

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未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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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與樣本選取 

本文研究範圍在空間上以雙北二市為研究對象，時間上則以實施三級警戒期間

為觀察期；所稱之治理，係指二市地方治理反映在防疫策略與社區之觀察。透過文

獻發展出的七項指標為基礎，以差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分析比較在中央統一

防疫政策下，二市各自所發展出的治理策略；另以一致法（method of agreement）探

析二市如何在不同的都市型態、地方資源、行政組織及首長領導能力等條件下，有

效使疫情趨緩之共通因素。藉由比較研究中「同中求異」與「異中求同」之分析，

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質。透過現象的比較過渡到本質的比較（孫煒，2003，頁 26），

提升比較結論之科學性。在資料蒐集上除國內外次級資料、官方記者會公開資料、

媒體報導、學術期刊論著與網路評論等外，另實施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以

獲取更有洞見的分析，並透過資料的三角檢證，提升本研究之信效度。在樣本選取 

表 3 

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單位 編碼 訪談日期 性別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A1 2021/07/05 男 

警察局 A2 2021/07/05 男 

警察局 A3 2021/07/05 男 

警察局 A4 2021/07/05 男 

社會局 B1 2021/07/07 女 

社會局 B2 2021/08/05 女 

民政局 C1 2021/07/12 男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 D1 2021/07/12 男 

警察局 D2 2021/10/21 男 

警察局 D3 2021/10/22 男 

衛生局 F1 2021/10/21 女 

社會局 G1 2022/01/28 女 

社會局 G2 2022/01/28 女 

副市長室 H1 2022/03/07 女 

內政部警政署 
E1 2021/07/12 男 

E2 2021/07/12 男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I1 2022/10/07 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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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於比較研究之樣本衡平性，本應選取二市實際參與防疫相關決策與執行之對

等單位、人員及人數實施訪談，但礙於防疫決策具高度敏感性、執行急迫性與防疫

倫理，尋找樣本過程中，受限部分受訪對象的婉拒，對本研究確實造成部分研究限

制。基此，本研究調整抽樣方式，改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與滾雪球

（snowball sampling）抽樣法，在訪談過程中透過受訪對象引薦，除雙北二市各 7 位

訪談對象外，亦成功訪談 2 位內政部警政署及 1 位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等中央防疫業

務相關人員，讓本研究訪談樣本更具多元性與涵蓋性。整體而言，本研究共計選取

17 位訪談對象，其中有 12 位局處主管或副主管、5 位業務承辦人或第一線防疫人

員，受訪對象詳如表 3。 

肆、新北市與臺北市個案分析 

一、都市型態與行政資源 

環境系絡與資源因素決定地方社區發展韌性的脆弱度，也從而影響地方政府的

治理策略。新北市擁有全臺最高人口且地域幅員廣闊，受限於地理與人口因素，9都

市型態的異質性無疑增加了防疫難度。受訪者 C1 表示：「新北市人口最多、幅員最

廣、確診者數量最高（沿淡水河包圍萬華），可說是執行防疫最為困難的城市。此

外，外國作法所能參採有限，因為我國飲食習慣、住商混合、交通方式、媒體特性

等皆不相同；但我國戶役政、鄰里長制度也是他國所沒有的」。受訪者 B2 也認為

「新北市街友分散於 16區，幅員較廣，不似臺北市相對集中在萬華和臺北車站（三

級警戒期間相對好管理）」。而臺北市身為首都，各類資源豐富，都市型態看似同

質性高，但高度集中的人口密度與高比率的老年人口，10相對亦存在較高的重症感染

風險。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臺灣戶役政與鄰里長行政制度融入社區網絡的特色，

在防疫動員上具相對優勢。 

醫療資源可說是面對疫情的核心關鍵，醫療人力與病床數是判斷醫療資源充裕

                                                 
9  統計至 2020 年止，新北市土地面積為 2,052.6 平方公里，臺北市僅 271.8 平方公里；新北市人

口數 4,030,954 人為全臺最高，臺北市 2,602,418 人（內政部，未註明）。 
10  統計至 2020 年止，臺北市人口密度 9,574.76（人/平方公里）為全臺最高，新北市僅 1,963.86

（人/平方公里）；臺北市老化指數為 143.86 較新北市 128.19 高（行政院主計總處，未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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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的基本指標。11儘管二市醫療機構數差距不大，但由於新北市需照應較多的居住

人口，在醫療量能上顯較不足；12「臺北市有自己非常強大的聯合醫院，…加上 8家

醫學中心，臺北市病人都沒送外縣市，…所以醫療系統沒有崩潰」（H1）。臺北市

雖擁有專屬聯合醫院系統作後盾，但受訪對象 F1 也表示：「因疫情爆發工作量暴

增，尤其在疫情初期很多工作必須及時處理，長官的要求也相對增加，工作量其實

很吃緊，臺北市雖有全國最豐富的醫療資源，但也只能算是勉強維持」。即便是全

國醫療資源最為豐富的臺北市，醫療量能也面臨負荷臨界值，本次疫情嚴重性可見

一斑。 

除醫療能量外，新北市行政人力與警力資源亦顯不足，所能提供市民服務的人

力也較臺北市吃緊。13但在社會服務人力資源以及攸關社區防疫動員之社區發展指

標上，相較於臺北市，可看出新北市挹注較多經費與人力於社會資本建設及社區營

造工作，試圖藉由社區志工的民間力量以改善行政人力不足之脆弱的先天條件。14然

而臺北市雖從數據上顯示社區的預算經費投入較少，但在社會福利與醫療保健支出

明顯高於新北市，而社區動員能力亦維持一定水平。「臺北市線上捐贈平台獲捐新

臺幣 4億多，因應需要才開放線上捐款，還有愛心旅館，連結民間友善旅館，提供

街友住宿，降低在街頭成為疫情潛在風險」（G1）。整體而言，新北市都市型態複

                                                 
11  新北市醫療機構為 3,393 間、臺北市為 3,699 間，差距不大；但新北市每萬人口病床數僅 48.38，

僅臺北市 98.09 約一半；而新北市平均每一醫療機構服務人數為 1,188.02 人，臺北市 703.55

人；政府部門醫療保健支出部分，新北市 1,865,607（千元）遠低於臺北市 5,788,633（千元）；

醫療保健支出占政府支出比率，新北市 1.11%，臺北市 3.5%（行政院主計總處，未註明）。 
12  資料來源：“新北市病房僅剩 217 床！全力降載仍吃緊，挑戰壓力大”，2021，健康醫療網，6

月 4 日，https://www.healthnews.com.tw/article/50342 
13  新北市計 29 個行政區、1,032 個里、2 萬 2,166 鄰，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數計 1 萬 9,471 人，平

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口數為 93.16 人，實際員警人數 7,774 人，平均每一員警維護治安人數

536 人；臺北市計 12 個行政區、456 個里、9,568 鄰，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數計 2 萬 2,931 人，

平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口數為 57.85 人，實際員警人數 8,088 人，平均每一員警維護治安人

數 322（行政院主計總處，未註明；臺北市政府警察局，2021；新北市政府警察局，2021）。 
14  二市社會工作人力、社會福利及社區發展投入情形如下：1. 新北市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為

14,092 人，占全市人口比率 34.65%，志願服務隊員人數 50,432 人，每位志工一年內提供服務

時數 160.93（小時/人），平均每人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淨額 6,709.90 元，社區發展協會數為 460

個，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 93,152,911 元，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政府補助款為

65,609,487 元，平均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接受政府補助經費 142,629.32 元；2. 臺北市社會福利

工作人員數為 4,256 人，占全市人口比率 16.35%，志願服務隊員人數 30,197 人，每位志工一

年內提供服務時數 37.44（小時/人），平均每人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淨額 10,473.54 元，社區發展

協會數為 391 個，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 26,913,147 元，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

政府補助款為 19,890,542 元，平均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接受政府補助經費 50,870.95 元（行政院

主計總處，未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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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與資源不足，致力強化社區的水平發展，而臺北市則在充裕的資源下持續向下深

化社區發展，二市均能依照各自的都市特性與資源發展地方治理策略，各項資源比

較詳如表 4。 

表 4 

新北市與臺北市各項資源比較一覽表 

類別 子類別 新北市 臺北市 

地理環境暨 

人口背景結構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 

轄區人口數  ✓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口數）   

老化指數 ✓  

教育程度（大學畢業以上人口比率）  ✓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  ✓ 

行政人力 
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數  ✓ 

平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口數  ✓ 

警政資源 
實際員警人數  ✓ 

平均每一員警維護治安人數  ✓ 

醫療資源 

平均每一醫療機構服務人數  ✓ 

平均每一執業醫師服務之人口數  ✓ 

平均每一護理人員服務之人口數  ✓ 

每萬人口病床數  ✓ 

醫療補助金額占該縣（市）總決算比率 ✓  

醫療保健支出占政府支出比率（年度）  ✓ 

社會工作人力 

與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 ✓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占全縣（市）人口比率 ✓  

志願服務隊員人數 ✓  

每位志工一年內提供服務時數 ✓  

平均每人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淨額  ✓ 

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協會數 ✓  

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 ✓  

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政府補助款 ✓  

平均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接受政府補助經費 ✓  

備註：✓代表相對較具優勢或投入較多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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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管理 

如何打破公部門間本位主義問題，考驗部門間所建立的信任關係，同時也仰賴

領導者有效的溝通協調能力（Wang et al., 2021）。「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緃有因組織

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意見歧異需要整合，但面對共同的敵人（病毒），經過溝通與協

調，政府部門間皆能很快進行內部修正，迅速做出回應」（I1）。領導者必須給予團

隊清楚目標、願景與決心，俾整合網絡資源。「危機管理尤須掌握核心價值…我們

就是以此模式處理，團隊已經習慣全市府一體、跨局處相互支援」（B1），「防疫

政策的推動，端看市長與局長決心。透過內部溝通與管理作為，才能有效推動防疫

政策。如新北市警察人員集中優先注射疫苗（第二類），…安內才能攘外的領導思

維來克服困難」（A4）。新北市侯友宜市長過去曾任警政署署長，為臺灣警界代表

人物，辦案經驗豐富，透過與犯嫌互動過程中培養了對人性觀察與剖析能力，擅於

溝通協調。受訪者 B1 便表示：「市長擅於溝通協助，在與中央的互動，市長該爭取

會去爭取。同時也秉持區域聯防觀念，適時幫助臺北市」。 

而警察機關在刑案發生時成立專案小組之作法，也被侯市長應用在市府團隊管

理，「市長的領導模式主導疫情危機管理，防疫期間市長…打破建制，消除本位，

採專案方式，以民政、警政作為主要執行單位」（F1），「自 6月起實施平寧專案，

追蹤掌握疫情」（C1）。加上擁有 8 年新北市副市長經歷，除市政團隊內部溝通及

協力合作的網絡關係緊密外，在實際治理過程中也可看見其深受社區警政的影響。

侯市長經常親自參與全市 29 區的里長座談會，身處第一線傾聽民意，當遇到無法即

時解決的問題時，便以列管方式追蹤管考，讓民眾對施政有感，被認為是其最成功

的治理策略之一（林倖妃，2020）。 

臺北市柯文哲市長具醫師身分，最廣為人知的是在臺大醫院率領葉克膜團隊，

建立臺灣器官移植標準程序。在整合市府團隊部分，引進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作

為治理基礎。15或與醫師養成教育有關，柯市長始終秉持理性專業與實證科學精神。

「很多時候其實市長是尊重專業的，並非媒體所報導，市長也重視科學數據統計分析，

也時常關注國外經驗學習」（G1）。另從相關新聞報導亦可看出，柯市長時常以醫

師專家形象向社會大眾解說疫情，掌握外國公衛作法，避免資源錯置，相對新北市

較具國際性，甚至將臺北市抗疫治理情形發表至國外（Ko & Li, 2020），適時透過

媒體展現臺北市防疫兵推劇本（歐陽夢萍，2020）。受訪者 G2 便指出：「市長是主

                                                 
15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hospitalist care）制度是利用不同主治醫生的的專業及分工，照護多重共病

或難以分科收治的病人，同時讓醫師亦可在次專業領域精益求精（林高章等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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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決策者親自帶領疫情指揮中心，黃副市長的角色則是負責督導防疫工作小組的組

織與協調，主要都是衛生局主責。開記者會市長與黃副幾乎都會在，然後用淺顯易

懂的文字來對外說明政策」。 

三、問題界定與拆解（problem framing） 

二市面對疫情的共同點之一，就是領導者必須在有限資訊的情況下做出決策。

譬如，臺北市長柯文哲認為：「過去因為只針對居住地進行疫調，就會漏掉工作地，

地方政府也不知道，也坦言過去批發市場疫調如瞎子摸象，沒有看見全貌…」；16而

在數字校正回歸太多，及 PCR 判定塞車時，侯友宜形容：「只能看著確診數字不斷

飆升，卻看不到病毒從哪裡來，…（林倖妃，2021）」。5 月初疫情爆發時，二市先

後在爆發疫情重點區域設置社區篩檢站，採取廣篩策略，試圖找出傳染源，阻絕病

毒擴散。然而在初期隱形傳播鏈判斷上，或許受出身背景影響，明顯出現分歧。受

訪者 A1 指出：「臺北市與新北市判斷的熱點不太一樣，臺北市比較著重的是醫院，

而新北市則認為是在傳統市場」。新北市以各行政區區長為地方指揮官，針對市場

跨局處聯合實施防疫稽查，為傳播鏈發生於社區中民眾日常聚集處所－市場，並結

合科技防疫找出疫情熱區，由警察局成立疫調小組，精準疫調主動掌握感染源。運

用社區警政與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思維，17採取較為主動

（proactive）的策略，積極阻斷可能造成社區感染源頭，發掘確診個案，透過警察機

關比照辦案模式精確調查個案接觸傳染鏈。 

臺北市則從專業醫療觀點出發，「防疫初期以強化醫療院所為主，因為發現送

去集中檢疫，沒有醫護治療的話，就會逐漸累積，無法處理。疫情爆發後，症狀很

明顯必須送醫，就由衛生局與消防局合作，即使臺北市醫療量能是全國第一，醫院

床位也真的面臨吃緊」（F1）。以既有充足的醫療資源優勢為防疫堡壘，並強化相

關醫療資源與人力，可能避免大量病患造成醫療系統崩壞。 

分析二市在初期傳播鏈判斷歧異之原因，臺北市因具備先天醫療資源優勢，故

選擇利用其優勢來面對初期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新北市則可能考量幅員廣大醫療

                                                 
16  資料來源：“坦言昔北農疫調像「瞎子摸象」！柯文哲曝雙北情報交換徹底關鍵，喊話林右昌：

不要抱怨太多”，2021，中時新聞網，6月 21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naML309yAw 
17  Goldstein（1979）提出「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認為警察人員不應再以

單方面的處理民眾報案，以「案件」為導向，重複地處理相同地方所發生的相同案件。分析案

件發生背後的原因，才是真正問題的所在。認為警察人員要能有效控制社區中的犯罪，應該改

以「問題」為導向，並透過掃描（scanning）、分析（analysis）、回應（response）、評估（assessment）

等四個階段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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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不足及過去社區紮根的基礎，轉為主動找出疫情熱區。但隨著疫苗研發問世與

疫情逐漸明朗化後，二者間的認知差異也逐漸縮小。另一個原因則與領導者背景有

關，柯市長以其醫師背景選擇以強化醫療體系與量能為策略，侯市長歷任警界高階

主管要職，在處理問題上深受問題導向警政思考模式影響，認為市場人流管制才是

關鍵。綜上所述，二市在面對疫情分別依其優劣勢，各自運用拆解工具方法，發展

出適合之應變措施與策略。 

四、組織調適 

組織適應能力是穩健治理的重要關鍵；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維持或面對

擾動時恢復其治理能力，考驗組織韌性。受訪者 B1 表示：「傳統官僚組織已無法應

付社會的大型危機，這次疫情災雖以衛生局為主，但衛生局能量不足，已經無法負

荷，應對疫情爆發時強調單位間的合作、消除本位。副市長、副秘書長的角色是負

責統籌處理，擔任市長室執行者；警察局支援衛生局做疫情調查，社會局柔性關懷。

尤其民政局扮演重要角色，動員里鄰長」。新北市以過去處理八仙塵爆的緊急災害

經驗基礎上，成立任務性專案團隊，以整合資訊、共享資源、快速調適與動員組織，

「以區公所為核心，區長擔任指揮官整合各單位資源，透過確診者關係調查，全盤掌

握疫情」（C1），或由警察局成立疫調小組，追蹤染疫足跡（王韋婷，2021）。 

臺北市維持原有組織制度，透過模組化（modularization）將可能面臨之問題與

因應分別設計成不同的 SOP，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導入防疫模式，利用不同領域

的專業分工，將治療複雜多重病症的方法運用在危機管理，由相關局處共同討論解

決複雜問題，同時發展出以信任為基礎之扁平化組織文化，讓組織更易於調適應對

瞬息萬變的疫情。受訪者 H1 表示：「臺北市組織非常扁平化，以解決問題為主要目

的，…，柯市長創造新的政治文化，會議紀錄就是一切，免除傳統公務機關公文會

來會去的意見，防疫是打戰，臺北市政府的組織文化改變，信任是最基本的」。 

綜上，新北市基植於長時間的高層領導，團隊過去共同處理危機的經驗已經培

養出靈活調動跨組織、級別、部門和資源的模式，因此針對不同防疫挑戰能發展特

定解決方案，如成立熱區疫情中心、平寧專案等，使組織整體得以因應外界環境變

化。臺北市的組織調適方式遵循既有法定制度，以衛政為核心是其應對新冠危機的

主要基礎，同時建立以信任為基礎的扁平式組織文化，為該市政府能夠快速調適組

織以應對疫情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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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理網絡暨公私（社區）協力 

衛生局為防疫的主責機關，「考量衛生局量能不足，由民政、警政、社政及消

防等補位。我們運作模式是以區公所為核心，民政是實際秘書作業與資訊整合平台。

建立社區指揮體系，由 29 個區區長為在地指揮官，指揮區內包含警察分局、社會

課、健康中心…等」（C1），新北市採「民政」系統為治理網絡核心以掌握地方社

區疫情動態，動員地方鄰里長貼近觀察與解決社區問題（新北市政府民政局，2021）；

另外透過其他局處的輔助，如警察局成立疫調小組，負責疫調與取締，社會局則負

責關懷工作與募資，最後透過民政系統整合地方疫情即時動態與警政、社政等資訊，

傳遞社區網絡資源，最後再回饋到衛生系統。受訪者 C1 提到：「全市 1032個里，

22,000 個鄰，但里鄰長無法受到足夠防疫訓練，…由原鄉鎮市升格為區，區公所扮

演原鄉鎮市重要角色」，雖然新北市因為幅員廣闊，對於社區里長的防疫訓練仍有

不足，卻能以各區區長作為整合地方（警政、社政及衛政等）的指揮官，補強與社

區資源的連結，反突顯新北市治理策略彈性靈活的一面。此外，由於民政局長同樣

具有警察背景，輔以警察局長與侯市長同窗之情，彼此間默契佳，在理念溝通與傳

達上相對順暢，能夠有效地貫徹政策執行，這也是侯市長善用民政、警政的原因之

一。值得注意的是，從部分受訪者言談中也可看出新北市各局處間過去合作經驗下

累積的信任基礎，「警察局與社會局合作剛柔並濟，疫調難處在於民眾會謊報部分

足跡，透過警察人員協助比對，提升疫調精準度與效率」（B1），「警察機關是最

有紀律的夥伴，在防疫工作上值得信賴」（C1）。 

另外，「新北市長期以來投入經費推動社區發展，社區能量是足夠的，在防疫

過程中，這些社區真的很給力，讓我們社區動員上發揮效果」（C1）。受訪者 B2 也

指出：「109 年疫情開始至今募得 4 億 7 千萬防疫基金。三級期間，各地社福中心

都全副武裝，訪視疑似患疫的風險家庭，並根據個案需求，從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

平台及旗下之實物銀行取得資源，協助解決問題」（B2）。綜上可以看出新北市透

過民政系統主導來強化社區協力網絡，以達因地制宜的防疫模式。疫情發生前長期

經營投入到社區的資源，以及與民間企業建立的信賴夥伴關係也具體反饋在本波疫

情當中（楊雅民，2021；鍾榮峰，2021）。 

作為首都，臺北市具備充足的醫療資源，加上柯市長出身醫界，對於衛政系統

有相對的熟悉與信任，因此防疫作為係由衛政單位主導，強調法制精神與遵循組織

制度的專業分工原則。整體分工大致如 D2 所言：「由衛生局主導防疫，民政局負責

電子圍籬、居家檢疫，如有發現違反居家檢疫規定，由區公所與分局自行聯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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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將違規事實移請衛生局裁罰。…另外警察局協助疫調、疫苗接種站安全維護等，

疫調部分是由衛生局先初步調查完後再給警察協助做更進一步的疫調，臺北市並沒

有像新北市一樣成立疫調小組」。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在危機發生的情況下網絡要

能有效發揮功效，系統間必須相互理解和信任。如果沒有過往合作經驗，每個節點

都將成為挑戰。受訪者 G2 表示：「臺北早就在 105 年成立區級社會安全網就是平

時跨局處網絡運作基礎，區長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對警政、衛政等連結都有很大幫

助，尤其在疫情期間就發揮其效用」。受訪者 B1 也提到：「八仙塵爆的危機處理經

驗對我們市府團隊來說非常重要，侯市長在那時擔任副市長，我們就是以此模式處

理，團隊已經習慣全市府一體、跨局處相互支援」。二市在過去跨局處協力上均有

相當經驗，甚至已發展出適合的協力合作模式，俾益突發疫情的處理。 

最後，要能有效提升社區韌性，當地居民必須有意義地參與緩解災害過程的每

個步驟。透過政府或專業人員協助，了解社區自身脆弱性，進而願意投入社區網絡，

以提高社區本身解決問題能力。另外黃源協等人（2011，頁 117-118）也指出發掘與

培育社區領導者有助於增進社區的信任與凝聚，並與社區外部建立良好關係。據內

政部消防署統計，目前全臺計有 125 個一星等級韌性社區，其中臺北市占 18 個，新

北市占 46 個，而二市的防災士訓練人數也是全國比例最高。18臺北市更進一步擴大

社區內的訓練，「我們之前就訓練地方里鄰長成為社區防災士，…已經訓練二年，

去年也訓練社區總幹事跟主委學習如何在社區清消…，另外還有後備軍人指揮部、

志工、義警民防等…最近在訓練守望相助隊。這些人平常就在做防災，只是再多做

防疫。接下來要學日本訓練超商店長（在日本就是防災士，負責地方後勤供給），

透過他們了解社區狀況，該做哪些事，要知道怎麼防疫，這樣社區防疫會很強，把

我們的 capacity 不斷擴大，…透過既有機制賦權社區，提升社區能量與韌性，把社

區防災士也變成防疫人員，防疫變成社區跟我們一起做的事情」（H1）。 

此外，資源的動員連結是社區韌性中重要一環，能夠適時補位政府面對危機情

境下的應變不足。受訪者 H1 便提到：「12個社福中心扮演社區性整合服務角色，

在地捐贈的物資就是由其所整合，例如連結快遞業者、民間團體送物資或食物給獨

居老人。如○○里長，整合在地捐贈物資，送至當地社福中心，再把物資轉送給需

要的人。很多時候都是透過里長、派出所、區公所來結合社區力量。民政與社政在

社區層級就已連結起來」。當防疫成為全民共識，追求最大公共利益逐漸成為社會

                                                 
18  依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臺北市防災士計有 2,979 人，占縣市總人數比率為 25.15%；新北市 2,176

人，占縣市總人數比率為 18.37%（內政部消防署，未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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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時，社區所展現自我組織能力有時甚至超越政府力量。臺北市雖占有先天優勢，

但平日對於社區韌性培育仍不遺餘力，相對於新北市，呈現深化且較為細緻的社區

網絡系統。19「在 SARS後逐步建立起完整且有彈性的傳染病應變架構與指揮體系，

中央、地方與社區的聯繫與互動更加頻繁且更為順暢，提升臺灣公共衛生體系對傳

染病防治量能，亦促使國人日漸強化個人健康促進能力及預防保健相關作為」（I1）。

整體而言，二市運用民政和社會力量將防疫的力量融入社區之中，藉由各局處橫向

協力結合社區與地方政府的縱向網絡，交織出協力合作防疫網絡，這些公私（社區）

協力過程，皆展現社區強大韌性。 

六、科技防疫 

本次疫情期間各國運用科技於掌握疫情動態與決策、感染檢測、接觸者追蹤及

實施嚴格隔離等作為（Whitelaw et al., 2020）。在臺灣，從邊境管制的「入境檢疫系

統」到社區管理的「電子圍籬系統」等均是由中央政府建置，提供地方政府第一線

民、警、衛政人員關懷防疫使用（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I1）。「電子圍籬主要是

用於居家檢疫（指從國外入境）及居家隔離（指與確診者有接觸者），然後透過警

政、民政、衛政系統與隔離對象綁定手機，針對逃離者依法裁罰」（E2；I1）。另為

避免特定對象成為防疫破口，應用健保大數據，協助一線發掘個案，透過「口罩實

名制」及「簡訊實聯制」系統協助民眾加強防疫措施（程倚華，2021；蘇文彬，2021），

「民眾也可透過健保快易通行動 APP查詢相關資訊」（I1）。此外，由於疾病爆發期

間在網路或現實環境中超載的資訊，包括虛假（false）或誤導性（misleading）的訊

息，可能混亂民眾接收的健康訊息與風險判斷、侵蝕社會資本、導致民眾不信任政

府、破壞公衛與防疫措施。20受訪者 I1 提到：「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配合與信賴是這

次防疫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指揮中心開設後，天天開記者會，最高的戰略目標就

是讓疫情透明，讓全民都了解防疫人員在做什麽、現在情況是什麽，大家越了解就

越能凝聚共識，越能配合，執行成效就越好」。中央指揮中心因此每日召開記者會

                                                 
19  臺北市各大醫療院所醫護人力不足，…透過「退職醫護徵召令」，共籌募約 200 位退職醫護投

入防疫戰線的即戰力，…成為關鍵時刻神隊友，所以醫療體系沒有崩潰。…民間防疫車隊，熱

血抗疫，…駕駛們全憑「捨我其誰」的熱血，自願加入防疫車隊行列，…為北市建立堅固的防

疫運輸鏈。…長期關注弱勢族群的社福團體，在疫情下強化分工與連結，用最溫暖的光引，繫

緊著每一個人，形成更堅實的社福共同體，…這些民間非營利性組織團體與市政府攜手合作，

透過多元的在地協力網絡，…成為在地居民的溫暖後盾（顧旻等人，2022，頁 84、177-189、

204-215、216-227）。 
20  世界衛生組織（WHO, n.d.）將此情形定義為「訊息流行病」（info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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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國內疫情狀況，同時安撫和教育公眾；從災害風險溝通本質來看，透過科技與

社會大眾共享疫情和可能後果的資訊，使公眾能夠應對危機並減少虛假或誤導性資

訊的影響；無獨有偶，新北市設立「新北災訊 E 點通」網頁供民眾即時查詢疫情狀

況，讓民眾獲悉疫情最新訊息（劉惠琴，2021），臺北市則建置臺北通 APP，融合

線上紓困及臺北通實聯制提供市民使用（臺北市政府資訊局，2021），二市均在疫

情初期透過每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地方疫情動態與教導民眾正確防疫觀念，環境威脅

增強倖存者的相似感和相互依存感（Edelstein, 1988），當民眾對疫情有正確認知時，

從自身的防疫進而轉化為社區集體防疫，增加對政策的理解與公部門的信任。 

而面對複雜詭譎的疫災，資通訊科技技術對於政府決策也提供相當大幫助。新

北市在 2018 年開始建置的全災型智慧指揮監控平台（EDP），在本次疫情也派上用

場，透過大數據與視覺化提供各層級決策者掌握疫情動態；另外因為新北市疫調工

作主要由警察局負責，「透過數位化與大數據（另由刑大負責尋找失聯確診者），

加上雲龍系統（迅速追蹤車牌）、調閱監視器、通聯記錄與 etag，尋找染疫者足跡，

呈現熱區位置」（A3）。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早在 2011 年成立情資整合中心，運用科

技監控與大數據資料分析，打造科技防衛城（熊毅晰、許以頻，2012），警方長期

科技建警的成效也具體應用在執行疫調。臺北市則於 2016 年成立臺北智慧城市專案

辦公室，致力於市民參與及公私協力，運用科技來解決市民的問題；21在 2020 年 7

月進一步再成立大數據中心作為市府決策的輔助參考，疫情期間將疫情資訊和數據

分析轉化為專屬北市的「疫情儀表板」，22「科技防疫包含剛提到的儀表板，可以看

到全市個案，哪裡先擴散，萬華熱區圍堵，冷區殲滅，不同地方採不同策略，視覺

化，時間序、人跟人的連結圖幫助決策」（H1），從風險評估到資源調配，多面向

資料整合，並以視覺化的畫面呈現，做為決策者判斷依據。23「疫情期間，這個資料

庫平台都會有老人施打疫苗的紀錄，只要感應卡片就可以知道，類似疫苗護照的概

念，便於老人活動據點的管理與運作」（G1），也有利於管理高風險族群。從結果

來看，科技的運用讓二市得以在突如其來的疫災正確掌握疫情關鍵發展趨勢，研擬

決策判斷與精準疫調，並能與民眾保持風險溝通管道，同時有助於建立社區共識與

                                                 
21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網址：https://smartcity.taipei/about 
22  資料來源：“台北市首度公開「疫情數據儀表板」介面，利用大數據科技防疫再升級”，2021，

T 客邦，6 月 2 日，https://www.techbang.com/posts/87255-taipei-pass 
23  臺北市疫情小組藉由疫情儀表板所顯示的確診、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之熱區分析、依時序組

成的分區確診數，掌握疫情軌跡，化被動為主動，制定出「熱區圍堵、冷區殲減」的積極防疫

策略，精準分配行動快篩隊的重點區域，以全面圍堵疫情擴散，同時即時更新國際疫情，協助

策略布局，掌握全局（顧旻等人，2022，頁 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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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關係，而這一切均仰賴二市長期轉型智慧政府的努力，尤其公私協力是推進公

部門科技創新上的重要推手。 

七、非醫療干預措施的正當合法性 

「疫情上半場，政府採取清零政策，以爭取時間換取等待疫苗及藥品問世的空間，

維持社會穩定運作，降低疫情對民眾健康的衝擊。…實施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期間，

亦仰賴警察機關協助，包括協尋居家隔離 / 檢疫失聯者、集中檢疫場所的安全維護

工作，及協助衛生機關複查確診病例接觸史與行動軌跡等」（I1）。臺灣警察協助執

行非醫療干預措施的法律根據，主要依據《傳染病防制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實施辦法》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等相關規定，

配合中央所成立之疫情指揮中心執行各項防疫工作，受訪者 E1 表示：「警政署在防

疫分工上主要是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扮演承上啟下的角色。用偵辦刑案的方式

調查疫情足跡及協尋失聯人口。稽查群聚舉發單是警察機關，然後裁罰是移由衛生

主管機關負責」。地方警察機關除配合地方政府執行相關防疫工作外，更基於警政

一條鞭體系，由警政署驅動各地方警察機關執行上述防疫工作。實際上警察協助非

醫療干預措施的工作，對於地方政府防疫甚為重要。受訪者 A2 即直接表明：「封城

或熱區圍堵的抉擇應符合比例原則的決策。警察若未介入，市府運作可能因疫情而

癱瘓，這是在管轄法定權責範圍與市政一體間的抉擇」。然而警察協助干預措施基

本上與權限管轄、依法行政、跨域協力及有效治理等相關問題具有實質關聯性，如

何在追求有效治理之餘，亦能兼顧其他面向，實考驗著地方首長領導管理能力。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雙北地區進入三級警戒後，於 2021 年 5 月 16 日公告第

三級警戒及防疫措施裁罰規定，明定違反相關規定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1 條規

定，由各地方政府視違規情節據以裁處。而二市在非醫療干預措施的法律處理上有

不同做法。受訪者 D2 指出：「臺北市衛生局其實在去（109）年就以公告委任授權

給相關機關，但那時還沒有警察局。直至今年 5月公告中，才增加警察局。對於衛

生局的公告授權，警局也只能接受。在疫情爆發期間並有接獲零星針對警察執法民

眾陳情案件…」。換言之，「在警察機關協助取締相關違反防疫規定工作的法律授

權部分，臺北市是依據行政程序法公告委任授權警察開單」（D1），亦即依據行政

程序法第 15 條規定採取公告委任的方式，將各項防疫措施，均明列主管機關，同時

也將警察列為執法機關，以符各機關執行上揭防疫措施之正當合法性。新北市並未

針對非醫療干預措施另行公告委任，而是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1 項「行政機關

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之精神，基於行政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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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透過職務協助精神，由各行政機關暨警察機關共同協助執行之。也就是說，

「在法律授權部分，新北市政府是以行政手段超越法定權責問題」（C1）。無論是臺

北市的委任或新北市的職務協助，兩市府團隊皆充分運用警力，解決新冠肺炎三級

警戒之緊急動盪危機，展現市府團隊一體的精神。惟對第一線執行防疫工作的警察

人員來說，仍存在職權劃分的疑慮（葉書宏，2021）。對此，受訪者 D3 提出其看

法：「民眾不會質疑警察執法依據，只是對於警察取締感到不屑與無所謂，在執勤

過程會感受到壓力是因為與不特定民眾接觸，但沒辦法判斷是否確診，尤其新冠肺

炎又會有無症狀的情形。對於法律公告授權警察協助取締部分，我認為應該由衛生

局主政，不應該丟給其他局處」。 

最後，從執行疫調分工來看，新北市因衛生系統量能不足，但跨局處間早已形

成打破本位、相互支援的團隊默契，尤如警察辦案成立專案小組的「專案模式」解

決市政問題，由警察局成立疫調小組方式執行，「在執行疫調方面，我們是以偵辦

刑案的態度與方法追蹤調查，把疫情當作案情，發覺隱形傳播鏈」（A3）。而臺北

市有首都醫療資源優勢，在衛政主導防疫的情況下，儘管在防疫工作上仍仰仗警方

協助，但其認為疫調不單僅只是足跡調查，民眾更需要的是醫療關懷專業。「疫調

是專業，臺北市認為重要的是疫調、關懷跟衛教，…，由健康中心主任（公衛人員）

每天報告，…警察只是輔助功能，幫忙調監視器確認足跡…，我們的疫調報告會比

較細膩，…每區健康服務中心變成 12個精準疫調中心」（H1）。因此臺北市的疫調

工作以各區健康中心為主，警察機關為輔，這也再次反映出臺北市政風格以建立制

度、秉持專業解決市政問題的「專業模式」。 

伍、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次三級警戒期間雙北二市成功防疫的治理策略深具啟示，本文經二市個案研

究後獲得以下之發現： 

一、雙北因地制宜發展不同的防疫治理模式（專案模式 VS.專業模式） 

新北市幅員廣闊，擁有全臺最多的人口，相對臺北市醫療量能與各項資源較為

不足。警察出身的侯友宜市長結合過去危機處理經驗，以民政系統為治理網絡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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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地方授權與動員，運用警察辦案成立專案小組之方式處理本波疫情危機（如平

寧專案、疫調小組等），從而發展出「專案模式」。臺北市雖具備相對充足的醫療

資源，但在高人口密度及高老年人口比率前提下，醫療量能也面臨吃緊，柯文哲市

長選擇熟悉的醫療衛政系統為治理網絡核心，建立 SOP 處理危機，維持既有組織制

度，形成具在地化特色的「專業模式」。 

綜上，本研究發現二市在新冠肺炎三級警戒期間，基於都市型態與行政資源的

差異性，透過二市首長領導力所發展出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進而型塑出二種不同

的防疫治理模式（如表 5），同時也反映出二市首長過去的職涯經驗： 

表 5 

新北市與臺北市防疫治理模式比較表 

面向 新北市 臺北市 

防疫治理模式 專案模式 專業模式 

都市型態 分散異質型 集中同質型 

市長背景 具警察背景 具醫師背景 

基礎思維 社區警政 醫院整合醫療照護 

問題界定 危機處理 標準作業程序 

治理網絡 以民政為核心 以衛政為核心 

組織調適 專案應變 遵循法制 

法律處理 偏行政一體概念 偏管轄法定原則 

科技防疫 高度運用 高度運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市相同之處 

（一）公私暨社區協力展現堅韌的社區韌性 

二市在發展防疫策略中，均非常強調網絡治理功能與社區韌性，尤其強調社區

防疫能量。平時跨局處所建構之區級社會安全網絡及社區地方組織，讓社區具備應

處災害的基本能力。在三級警戒期間，在地社區力量成為地方政府抗疫過程中的重

要支持，無論是物資捐贈、捐款、社區防災士或自願加入各項防疫團隊等，皆展現

公私暨社區協力共同面對疫災的堅毅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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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度運用科技防疫與溝通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智慧城市的發展進度也成為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指標，雙北

二市長期致力發展智慧城市，運用數據、通訊及科技來改善城市問題，此次防疫均

受惠於長期投入轉型智慧政府的努力，除適時讓民眾知悉最新疫情訊息外，也能有

效輔助防疫決策，這也是二市能順利控制本波疫情關鍵因素之一。 

（三）充分運用警察輔助性角色 

臺灣警政體系由於一條鞭的特性，地方警察機關不僅屬於地方政府，同時也必

須向中央警政署負責，但終能貫徹執行中央或地方賦予的防疫工作，無論平時推動

社區治安工作以協助政府強化社區韌性，或是疫情期間配合政府防疫需求執行非醫

療干預的管控措施及疫調作為等，皆突顯中央及地方政府在防疫期間充分運用警察

輔助性角色，藉由警察平時在社區所建立的信任基礎與正當合法性，方能使社區民

眾服從公衛政策，以緩解疫情之威脅。24 

三、二市同中存異之處 

（一）採取不同的社區發展策略 

臺灣社區治安工作的推展，由過去依賴政府進展到社區自主並進一步朝向韌性

社區發展，是二市共同推動社區發展的目標。然而新北市受限於先天地理與人口結

構的高度異質性，在社會服務人力與社區發展上挹注相當多經費，以改善社區擁有

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而臺北市由於資源充足且集中，雖然投入社區的預算相對較

低，但採取深化社區量能策略。總言之，二市均相當重視社區量能，但在策略發展

上略有差異。 

（二）運用警力的方式不同 

我國警政系統雖由中央統領，但地方警察機關實際在配合市府運作上仍保有彈

性。如在執行疫調上，新北市是由警察局成立疫調小組，但臺北市則以衛政系統為

主，警察局為輔；另外在執行非醫療干預強制措施的法律處理層面，新北市以行政

                                                 
24  根據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歷年臺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治滿意度的調查顯示，民眾對

於警察維護治安工作，連續三年都超過八成的滿意度，顯示警察維護治安能力獲得民眾高度

肯定與信任（林長順，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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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概念克服法律框架，臺北市則是遵循管轄法定原則，依法公告授權警察機關執

行，二市確實分別採取不同的方式，但是運用警察執行非醫療干預措施以達防疫之

效卻是不爭事實。由於新北市整體行政資源不若臺北市充足，在仰賴警力的運用上，

也進一步反映二市治理策略之差異。 

陸、結論與建議 

在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科技運用已成為經濟發達國家重要防疫工具，

而臺灣的中央政府與雙北二市亦善巧運用科技於防疫作為。科技的運用固然重要，

惟諸多策略仍需透過「人」的執行。吾人可以從 our world in data 網站分析新冠肺炎

疫情初期全球各國防疫措施來看，在疫情初期尚無可靠治療方法與疫苗問世前，多

運用警察採取非醫療干預控制措施，惟因各國政經、社會、文化系絡的差異，非醫

療干預控制措施的效果卻截然不同。美國官方宣稱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卻隨處可

見民眾抗議聲浪，管制效果有限，使該國當時染疫人數高居全球之冠。而中國在威

權政體下，實施高強度嚴格管制措施，惟過程中亦存在諸多人權保障之譏。相較於

各國狀況，臺灣地方政府雖透過警察執行相關管制措施，卻仍受到民眾的肯認，也

突顯雙北二市政府防疫治理能力及社區韌性，即使在承受高度風險壓力下，防疫成

效仍是全臺最好（陳詩雅等人，2022）。警察強制行政以執行非醫療干預控制措施，

對於在無疫苗施打當下無可厚非，但從西方各國經驗來看亦衍生諸多警民衝突事件。

本研究個案觀察期間，除零星民眾冷淡回應警察的強制行政作為外，雙北市民大都

遵循防疫規定，配合警察的強制行政作為，此仍植基於所處社區具備高度韌性，亦

與警民關係或市府與民眾關係良好有關，這也是雙北二市致力於推動韌性社區的成

果回饋，更與強調以「人」為本之韌性社區的意涵一致。 

當臺灣從法治國逐步邁向福利國的過程中，社會對於政府的需求更甚於以往，

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疫災威脅，雙北二市各自發展出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透過公私

暨社區協力網絡，發揮防疫治理的加乘效應。二市無論衛政、民政、消防、社政、

教育及警政等各機關皆展現應有防疫能量，惟疫災初期基於非醫療干預控制措施之

強制行政需求，警察在防疫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輔助與協助角色，甚至新北市在衛政

能量不足時，基於急迫性需求，透過警察主責疫調，以順遂相關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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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波防疫有成實繫於二市過去對於韌性社區的紮根工作，才能讓社

區民眾在面對三級警戒的疫災威脅之際，與政府協力合作抗疫。本文認為如一昧只

想依賴邊境管制措施及疫苗研發與施打，可能會喪失組織學習適應的機會，反不利

於永續性構建。因為災害風險不可能完全避免，社區仍可能受到災害衝擊，但藉由

韌性社區的推動，可以降低疫災衝擊，並能夠較為迅速從衝擊中復原。最後，依據

本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強化一般行政機關職權，朝向福利國目標努力 

臺灣雖已從法治國朝向福利國時代邁進，實際上各項行政事務仍三不五時依賴

警察的協助，25致生警察國色彩仍未褪去之譏。臺灣警察機關至今仍處於行政協助的

桎梏下，扮演彌補各部門行政工作上實質需要的角色。因此，當吾人批評警察業務

廣泛的同時，如何強化政府各部門資源與應有專業職能，避免過度依賴警察職務協

助，朝向真正落實福利國所應具備的國家條件邁進，是未來值得政府重視與努力的

方向。 

二、促增公共行政與警察行政對話 

本次個案研究發現警察在防疫過程中，基於強制行政措施的需求扮演重要角色。

就實而論，國內許多公共事務的執行，隨處可見警察承攬各行政機關涉及執法或強

制行政措施，甚至基於急迫性需求，在尚不及於危害具有不可延遲性時，為求治理

的快速有效性，經常違反管轄恆定原則，透過行政權便宜行事，委由警察機關職務

協助的方式執行。雖然警察執法行政經常與一般公共行政之間具有關連性，但是國

內公共行政研究中，對於警察執法行政的探討卻是被忽略的一隅。因此，本文期待

未來能有更多公共行政學者加入此領域的研究與對話，為臺灣公共行政實務提供更

周延的輔佐。 

三、擴展韌性社區質量 

地方政府有效的防疫治理策略雖然是成功防疫關鍵之一，惟若乏社區共同協力

合作，甚難單純靠政府力量建功，本研究發現除了政府的力量外，社區在應對疫災

過程中充分展現韌性，也成為政府防疫的重要後盾；然而這並非僅是政府或社區單

                                                 
25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統計，目前全國法規中（尚不包括地方自治法規）

計有 232 種法規，訂有警察協辦業務（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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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努力，而是雙方過去推動韌性社區紮根的結果，才能在面對突發疫災的衝擊

時，克服社區既存的脆弱性與危害；此韌性社區之根基亦能快速有效地應對將來的

危機，讓社區可持續發展。申言之，未來應繼續積極推動韌性社區認證數量及等級，

擴展韌性社區的數量與質量，以強化社區臨危的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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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mplemented an unprecedented national level-three alert to cope a Covid-19 

outbreak in May 2021, and this incident provided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a case study. 

This manuscript compares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New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ity, where the outbreak was the most severe during the level-three alert period in 

Taiwan. We collect and analyze in-depth interviews, official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and news. Based on seven indicators derived from the reviewed literature, we compare 

governing strategies between these two adjacent cities during the outbreak. This study 

found that New Taipei City takes civil affairs system as the core of its governance network 

and has developed a flexible “project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Taipei City’s strategy is 

characterized with “professional model” that utilizes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empha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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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unctions of existing agencies. Despite two models are different, 

both cities effectively use technology in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leverage existing public-

private collaborations to carry out resilient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in both cities, the police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non-medical interventions 

and resilient communit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non-medical professions in 

pandemic prevention. Nevertheles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strengthening the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of public entities and avoid overly relying on the 

police, so as to truly equip the nation like a welfare state should be.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s would be delighted to see mo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lars devoting efforts in 

policing research and dialogu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present study once again confirms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al forces and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ngaging the community,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ivilian groups in public 

arena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remain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mphasize and devote efforts to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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